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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新时代中国宪法理论》编写组

  宪法与国家前途、人民命运息息相关。切实尊重和
有效实施宪法，人民当家作主就有保证，党和国家事业
就能顺利发展。而宪法能否有效实施，又取决于宪法是
不是得到人民拥护，有没有足够的权威。宪法的权威不
仅决定自身实施，而且决定着法治的权威。对这些从长
期实践中得出的宝贵启示，我们必须倍加珍惜，坚持不
懈维护宪法权威、抓好宪法实施工作，把全面贯彻实施
宪法提高到一个新水平。

  一、全面贯彻实施宪法是全面依法治
国、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的首要任务和
基础性工作

  我们党高度重视宪法在治国理政中的重要地位和
作用，把国家各项事业和各项工作全面纳入依法治国、
依宪治国的轨道，加强宪法实施和监督，为推动宪法全
面有效实施提供了强有力的政治和制度保障。
  第一，制定和实施宪法是推进社会主义政治文明
建设的应有之义和重要支撑。制定和实施宪法，是人类
文明进步的标志。一个现代化国家必然是法治国家，法
治与现代化内在联结、相互依存、伴生发展，为现代化
提供规则指引，为经济社会发展提供稳定预期，为全面
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提供有力宪法保障。
  第二，全面贯彻实施宪法，是坚定不移走中国特色

社会主义政治发展道路的内在要求和根本保证。政治
发展道路是关系根本、关系全局的重大问题。在中国，
坚持正确的政治发展道路是关系国家命运、民族命运、
人民命运的根本性问题。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发展
道路是符合中国国情、保证人民当家作主的正确道路，
是近代以来中国人民长期奋斗历史逻辑、理论逻辑、实
践逻辑的必然结果。这一政治发展道路的核心思想、主
体内容、基本要求，都在宪法中得到了确认和体现，我
们必须长期坚持、全面贯彻、不断发展。
  第三，全面贯彻实施宪法，是全面依法治国、建设社
会主义法治国家的必然要求和重要内容。宪法明确规定
中华人民共和国实行依法治国，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
依法治国首先是依宪治国，要实现全面依法治国、建设社
会主义法治国家的目标，必须全面贯彻实施宪法。
  第四，全面贯彻实施宪法，是维护国家统一、法制统
一、政令统一的根本要求和重要保障。宪法规定的是国家
的重大制度和重大事项，是国家一切法律法规的总依据、
总源头，具有最高的法律地位、法律权威、法律效力。只有
坚持宪法的国家根本法地位，坚决维护和贯彻宪法规定、
原则、精神，才能保证国家统一、法制统一、政令统一。

二、新时代宪法实施取得历史性成就

  党的十八大以来，我们党加强对宪法工作的全面
领导，把实施宪法摆在全面依法治国的突出位置，采取
一系列有力措施加强宪法实施和监督工作，总结运用
历史经验，全面贯彻实施宪法，推进宪法理论和实践创
新发展，推动我国宪法制度建设和宪法实施取得历史
性成就。

  这些历史性成就包括：(1)党对全面依法治国和宪
法实施的领导得到全面加强。党中央先后就全面依法
治国、修改宪法部分内容等作出重大决策，设立中央全
面依法治国委员会，健全党领导立法、保证执法、支持
司法、带头守法的制度性安排。(2)积极推进党的领导制
度化、法治化。在宪法修正案中确立习近平新时代中国
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在国家政治和社会生活中的指导地
位，明确中国共产党领导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最本质的
特征，党的领导的宪法保障更加健全。(3)着力完善以宪法
为核心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律体系。健全宪法相关法
律制度和机制，宪法实施更加有效。(4)完善宪法监督制
度。加强合宪性审查、备案审查制度和能力建设，宪法监
督水平稳步提高。(5)设立国家宪法日，建立宪法宣誓制
度，广泛开展宪法宣传教育，全社会宪法意识和法治观
念显著增强。(6)依照宪法和基本法有效实施对特别行
政区的全面管治权，制定实施香港特别行政区维护国
家安全法，“一国两制”实践的法治保障更加有力。
  事实表明，宪法在治国理政中的重要作用得到充
分体现，为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全面推进中
华民族伟大复兴提供了坚实保障。

  三、坚持不懈抓好宪法实施工作，把

全面贯彻实施宪法提高到一个新水平

  党的二十大对新时代新征程党和国家事业发展作
出全面部署，强调要更好发挥宪法在治国理政中的重
要作用，加强宪法实施，履行宪法使命，谱写新时代中
国宪法实践新篇章。
  第一，坚持和加强党对宪法工作的全面领导，更好

发挥我国宪法制度的显著优势和重要作用。要确保我
国宪法发展的正确政治方向，确保我国宪法得到全面
贯彻和有效实施，更好发挥宪法在坚持中国共产党领
导，保障人民当家作主，促进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
化建设，推动社会主义法治国家建设进程，促进人权事
业全面发展，维护国家统一、民族团结、社会和谐稳定
等方面的重要作用。
  第二，把宪法实施贯穿治国理政各方面全过程，更好
发挥宪法的重要作用。要把宪法实施贯彻到统筹推进“五
位一体”总体布局、协调推进“四个全面”战略布局的全
部实践中，贯彻到改革发展稳定、内政外交国防、治
党治国治军各领域各方面，全面推进国家各方
面工作法治化。
  第三，加快完善以宪法为核心的中
国特色社会主义法律体系，不断增强
法律规范体系的全面性、系统性、协
调性。坚持依法立法，最根本的是坚
持依宪立法，坚决把宪法规定、宪法
原则、宪法精神贯彻到立法中，体
现到各项法律法规中。要坚持系统
观念，全面完善法律、行政法规、军
事法规、监察法规、地方性法规体
系，使法律体系更加科学完备、统一
权威，维护国家法治统一。
  第四，健全保证宪法全面实施制度
体系，不断提高宪法实施和监督水平。必
须坚持宪法规定、宪法原则、宪法精神全面
贯彻，坚持宪法实施、宪法解释、宪法监督系统

推进。要完善宪法相关规定直接实施工作机制，完善宪
法监督制度，落实宪法解释程序机制，积极回应社会各
方面对涉宪问题的关切。建立宪法实施情况报告制度。
  第五，加强宪法理论研究和宣传教育，坚持知识普
及、理论阐释、观念引导全面发力，在全社会大力弘扬
宪法精神，推动宪法深入人心，走进人民群众，推动宪
法实施成为全体人民的自觉行动。

（文章节选自《新时代中国宪法理论》）  

宪法的生命在于实施 宪法的权威也在于实施

  1917年年底，北京大学评议会通过了《国立北京
大学学科教授会组织法》，要求各科组织教授会。刚
开始教授会的职能还没能得到充分的发挥，但可以
肯定的是，教授会的成立对于法科的法学教育是有
一定影响的。教授会相比于传统的行政官僚体制进
行大学的管理具有天然的优越性。大学是一种创造
知识、传播知识的机构，这就决定了大学的工作须紧
紧围绕知识来进行，知识来源于对真理的认识，不
依附于行政权威而独立存在。因此，由那些知识的
物质载体教授、讲师组织教授会来进行知识的自我
管理和控制当然比来自外在的、盲目的、恣意的行
政官僚管理体制优越。随着这种机制的运作逐渐成
熟，教授会在北京大学法学教育中发挥着越来越重
要的作用。
  在蔡元培将大学定位为专门探索高深学问、以
研究真理为旨趣的学术机构这个办学方针的指导
下，北京大学评议会议决通过《研究所通则》和《研
究所办法草案》，规定法科须设立法律门、政治门和
经济门三个研究所，商科学生附入经济门研究所。法
律门的研究方法是各国法律比较学说异同评、名著
研究、译名审定等，政治门和经济门的研究方法为名
著研究和译名审定等。为配合研究工作的展开和研
究成果的推广，北京大学印行《北京大学月刊》，其
稿件由九门研究所分任，每门所任自三千言以至七
千言。研究所教授还要自择专题，每个月写论文一
篇，或公开讲演或登载于月刊及其他刊物。草案还对
研究科目作出了规定，研究科目分研究科和特别研
究科。研究科由教员指定研究科目，在每学年开始的
时候，各研究员须择定愿意研究之题目，随时由教员
指定书籍自行参考。每项研究科，每星期或两星期开
会一次，会时由本科教员讲演其心得，本科研究员亦
得讨论质问。特别研究科由研究员自择论题，经主任
认可，或由研究科各教员拟定若干题，让研究员自己
选择。题目确定之后，由各研究员自行研究，随时得
请本科各教员指示参考书及商榷研究之方法，以所
得结果作论文一篇。论文完成后，由本科研究所教员
共同阅看，其收录与否由各教员开会定之，所收录之
论文由研究所交付大学图书馆保存或节要采登月
刊，其未经收录之论文由各教员指出应修改之处，交
给作者自己修改。另外，研究所的教员及研究员每月
开会一次，由研究员1人或2人报告其特别研究之结
果，报告结束后各教员和研究员可以自由讨论。研究
员选择的研究科目可分主科与副科。凡研究员特别
研究论题所在之科为其主科；主科之外可择一副科，

其副科之范围或为本门之一种。其目的是拓宽研究
员的视野。法科学长王建祖负责按照上述规定筹建
法科研究所。到1917年年底，法科研究所的筹建工作
基本完成。
  尽管从理论上讲，研究所为研究学术而设。凡属
学术之事，皆可研究，本不宜加以限制。但为应世需
用起见，学术中之事项又有缓急先后之别，故不得不
确定一范围。王建祖在筹办开始的时候，即拟定一办
法，先通告研究员关于研究科目，再行分配办理。不
久各研究员开报了如下科目：（1）比较法律；（2）政治
学；（3）经济学；（4）财政学；（5）银行货币学。其中由
王宠惠负责比较法律，张耀曾负责政治学，张嘉森负
责国际法，胡钧负责财政学，陈兆焜负责经济学，马
寅初负责银行货币学。
  法科研究所成立之后，又陆续聘任了多名教员
指导研究员从事学术研究工作。其中左德敏任保险
法，徐崇钦任商业与工厂管理法，康宝忠任中国法制
史，王景歧任中国国际关系及各种条约，周家彦任行
政法，罗文干任刑法研究教员，陈长乐任美国宪法之
研究，张国药任贫民生计问题及欧战后世界经济之
变迁。至此，法科三研究所从研究课题到指导教员都
具备了一定的规模。
  受蔡元培改革北京大学的影响，北京大学将农
科改为农业专门学校，划出独立。以工科归并北洋大
学，以北洋大学法科归并北京大学。因此，法科的规
模得以扩大。
  北京大学的商科在1917年也归并到法科里面。
本来按照北洋政府教育部的命令，商科应该设立银
行保险等专门，但北京大学商科于1917年年初设
立，不设专门，并不符合教育部的规定。因此，北京
大学于当年5月15日呈请教育部，以现有商科改为
商业，而隶于法科，很快得到教育部的批准。从此，
北京大学法科又增加了商业一门。从此北京大学法
科得到大幅度扩充，成为北京大学较大的科系
之一。
  蔡元培改革之后的北京大学气象一新，综合性
大学创办法科的优势得到一定程度的展现。随着北
洋大学法科、北京大学商科并入法科，北京大学法
科较改革之前大为扩充，具有一定的规模，逐渐成
为北京大学一大科系。但此种规模的扩大并不是以
质量的下降为代价的，反而较改革之前有相当的
提高。
  （文章节选自李贵连、孙家红、李启成、俞江的
《百年法学：北京大学法学院院史（1904—2004）》（修订
版），北京大学出版社出版）
  （《蔡元培改革与北京大学法科规模的扩大

（上）》详见于《法治日报》2025年9月17日10版）

蔡元培改革与北京大学法科规模的扩大（下）

中国传统法律职业伦理及其现代价值
从《佐治药言》中的刑名幕学谈起

□ 陈新宇 （清华大学法学院教授）

  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法治建设需要一大批德法
兼修的高素质法治人才。在我国当前的法律教育中，
作为“德育”主要内容的法律职业伦理有着重要的地
位，从2018年起，“法律职业伦理”成为教育部规定的
10门法学专业核心必修课程之一；同年国家司法考试
改为国家统一法律职业资格考试，“法律职业道德”
是其考核内容之一。在国家更加重视法律职业伦理
的时代背景下，也对法律职业伦理的教学与研究提
出了更高的要求。
  中国法学自主知识体系的构建离不开中华优秀
传统法律文化，幕友作为中国重要的传统法律职业，
其伦理既体现了《孟子·告子下》所讲的“法家拂士”
这种法律君子的理想情怀，又有着丰富的实践性特
质。从比较的视野上看，其与现代法律职业伦理具有
感召与规制的双重功能不谋而合，因此幕友的职业
伦理对于现代法律人提升上限与守住底线具有启示
作用与借鉴意义。在诸多幕学作品中，以汪辉祖的
《佐治药言》流传最广，最有影响力和代表性，所以笔
者以其为基础，管中窥豹，展开讨论。

汪辉祖与《佐治药言》

  汪辉祖，字焕曾，号龙庄，浙江萧山人，《清史稿》
将其列入“循吏传”。中国传统史书从《史记》开始，以
循吏与酷吏作为官吏的臧否标准，并为其代表性人
物立传。根据《史记》，所谓循吏是指“奉法循理之吏，
不伐功矜能，百姓无称，亦无过行”，即熟悉法律，奉
职守法，在治理上更重视儒家的德治和道家的无为，
注重教化而不扰民的官吏。汪辉祖曾任湖南宁远知
县，这一身份是《清史稿》将其列入“循吏传”的原因，
善于治狱是其传记中的主要事迹，特点是“治事廉
平，尤善色听，援据比附，律穷者，通以经术，证以古
事”，可见其擅长听审和引经决狱。实际上他就任宁
远知县的时间并不长，从乾隆五十一年（1786年）谒选
签分湖南宁远知县，第二年到任，到乾隆五十六年

（1791年）因病辞去官职，任官仅有四年。其最长的职
业经历是在入仕之前的幕友生涯，曾先后辅佐了十
六位地方官员，达三十四年之久。在我国明清时代，
一方面国家科举考试中诸如明法科等法律科目被取
消，造成由此选拔出来的官员大都不谙法律，另一方
面人口激增、法律更加繁复，社会矛盾尖锐，出现健
讼现象，因此官员需要聘请体制之外的法律专家刑
名幕友（也叫刑名师爷）来协助处理诉讼纠纷，并监
管同样熟悉法律的胥吏和讼师。应该说，汪辉祖早期
的幕友经历为其后期的知县履职奠定了良好的法律
专业素养，使得其具有足够的能力去处理讼事，瞿同
祖先生在《清代地方政府》中指出，汪辉祖是其所知

道的唯一没有聘请幕友的州县官员。
  《佐治药言》是乾隆五十年（1785年），准备步入官
场的汪辉祖为即将学幕的外甥孙兰启而写，是一部
对自身刑名幕友生涯深度反思与凝练总结的代表作
品。该书取名为“药言”，寓意为良药苦口利于病，这
一比喻可见作为辅佐官员的法律专家，刑名幕友的
作用有如传统医学之道，这同样也是传统法律职业
伦理的折射。
  汪辉祖自诩《佐治药言》是“有本有末、有体有
用、有经有用”，其共总结出四十则言简意赅的刑幕
工作的心得要目。例如尽心、尽言、不合则去、得失有
数、虚心、立品、素位等，并进行诠释，有的还辅以其
经办的案例或者知悉的事例加以说明，具体内容涉
及习幕的外在规制、幕友的职业关系、自身修养和执
业要领等各个方面。

《佐治药言》所见传统法律职业伦理

  如何处理法律职业上的人际关系是其职业伦理的
重要范畴。《佐治药言》主要涉及三种关系，分别是幕友
与所辅佐官员的关系、与案件当事人（犯人、证人等）的
关系、与其他人（同行、胥吏）的关系。第一种关系最为
重要，汪辉祖将幕友定位为“居宾师之分”，即幕友与官
员之间是宾主关系，幕友以专业能力并保持独立性来
辅佐官员。一方面需要“尽心为本”，幕友收入来自官员
俸禄，汪辉祖将尽心放在职业伦理的第一位，甚至以天
作为外在规制，“食人之食而谋之不忠，天岂有以福
之”。但尽心并非一味迎合官员，不是“徇主人之意，而
左右之”，而是应该做到“尽言”，即“剀切陈词，能辨论
明确”。进一步而言，尽心、尽言乃建立在有利于民即
“于民有济”基础之上，汪辉祖更将其上升到“修行之大
者”的高度，在这里体现了法律人知行合一的理念。另
一方面“不合则去”，幕友发挥着“诤友”的作用，应该讲
究方法，“据理斟情，反复于事之当然及所以之故，扶
利害而强诤之”，但如果在重要公事上与官员意见迥
异而且强诤无果，则应该分道扬镳，保持自己的独立
性，“合则留，吾固无负于人，不合则去，吾自无疚于
己”。为此，在平时工作生活中，幕友应“勿过受主人
情”，不多收官员分毫。即
便离职，也要确保“去馆
日勿使有指摘”，即幕友
需自爱，通过廉、慎、公、
勤使得所辅佐的官员不
留恶名。
  在第二种关系中，汪
辉祖强调“须为犯人着
想”，即幕友需要有同理
心，哀矜折狱，谨慎用刑，
“余在幕中襄理案牍，无
论事之大小，必静坐片
刻，为犯事者设身置想，
并为其父母骨肉通盘筹

画。始而怒，继而平，久乃觉其可矜，然后与居停商
量，细心推鞠，从不轻予夹秽而真情自出”。
  在第三种关系中，汪辉祖重视“办事勿分畛域”，
即工作中要与其他幕友通力合作，有担当而不推诿，
“直须以官事为己事，无分畛域。知无不言，言无不
尽，而后可”。
  在幕友自身修养方面，汪辉祖强调内外兼修。例如
“虚心”，即要求不只是重视官员的意见，凡是同事有见
地的意见都应采纳。例如“立品”，即以良好的品行获得
官员的信任，这也是能够尽心、尽言的基础，具体包括
“素位”即不卑不亢、“自处宜洁”即廉洁、“俭用”即不
奢侈挥霍、“慎交”即交友谨慎等。例如“读书”，即广
泛阅读，只要有益身心的都可以阅读，在他看来平日
坚持读书、广泛积累是工作时解决疑难案件的基础。
  在具体执业方面，汪辉祖从便民、利民的立场出
发，主张“省事”即避免讼累，尽量减少百姓因为涉讼造
成沉重的经济负担，为此其强调“词讼速结”和“息
讼”，诸如“须体俗情”“慎初报”“命案察情形”“盗案
慎株累”“差禀拒捕宜察”等皆是其丰富实务经验的
总结。其中特别值得一提的是“须体俗情”，幕友虽然
是法律专家，但汪辉祖认为“其运用之妙，尤在善体
人情”，所以需要虚心了解各地不同风俗，选择其合理
的风俗，配合国家律令进行治理才能达到好的效果。

传统法律职业伦理的现代价值

  在实现传统法律文化创造性转化的意义上，古
代幕友职业伦理与当代法律职业伦理有相通之处，
当今之律师与委托人的关系、律师与同行的关系、
法官的司法过程，均可从幕友与官员等的相处之
道、自身修养、执业要领中获得启发，对当代法律职
业及其面临的伦理困
境具有借鉴作用。
这份法律遗产，值
得重视并纳入
当 代 法 律 职
业培训内容
之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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